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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领域来解释贸易流[3]。从引力方程的视角，我们能得出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相反的

结论：由于贸易成本会阻碍国际贸易，而移民的增多恰恰会减少信息摩擦从而降低贸易成

本、促成贸易，因此人的流动会促进商品的流动。此外，随着微观基础越来越受到重视，

消费者需求端的偏好也自然而然地被纳入考虑。由于移民对原籍国的食材、服装等商品普

遍存在偏好，甚至带动周边的本地人产生类似偏好，移民增多会增加其所在国对原籍国的

产品需求，进而增加进口。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和偏好渠道都能推导出移民与国际贸易互补

的结论，这不仅与我们的直观感受相符，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印证。 

另一方面，Krugman（1991）提出了解释空间集聚现象的新经济地理学，也给我们理

解移民规模扩大的影响提供了另一种视角[4]。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移民的到来会使得所在

国扩大生产规模，因此促进所在国产品的出口。但移民带来的规模效应对于进口的影响并

不直观，既有可能因为生产规模扩大而进口更多中间品，也可能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因此选

择自己生产以替代进口。这两方面效应的存在也使得文献中并非所有证据都支持移民与进

口之间是互补关系。 

本文全面回顾了关于移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支文献。大量相关研究普遍证明了移民

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但少数研究在一些子样本的分析中发现了移民与进口之间的替

代关系。我们首先分国家（地区）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分析维度介绍了文献中的理论解释

与实证结果，然后也介绍了发现移民减少进口的少数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后续部分安

排如下：第一章阐述了引力模型的理论解释并介绍了移民促进贸易在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实

证证据；第二章则分析了企业异质性框架下移民影响需求、降低企业进入成本的作用，并

介绍了移民促进出口在企业层面的实证证据；第三章介绍了移民可能的进口替代作用，包

括对最终品和中间品的进口替代；第四章总结全文。 

一、引力模型与国家（地区）层面的促进效应 

最早对移民和贸易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讨论和检验的是 Gould（1994），文章提出移民

通过帮助外语沟通、提供市场信息、建立互信三种渠道影响贸易成本[5]。正由于移民会通

过影响贸易成本进入引力模型，用国家或地区层面的数据来拟合引力模型、估计贸易对于

移民的弹性是引力模型自然而然的一个实证应用。首先，我们以Head–Ries（1998）中简单

的分析框架为例，阐述传统引力模型对贸易成本渠道的理论解释，以及如何得到用于实证

检验的回归方程[6]。之后我们介绍引力模型的发展修正，以及无法被传统引力模型刻画的

偏好渠道。说明理论解释之后，我们将分类回顾大量支持移民对贸易存在促进作用的实证

文献以及相关的异质性分析。 

(一)理论解释 

𝑖国从𝑗国的进口量𝑚𝑖𝑗可以有如下表达形式 

𝑚𝑖𝑗 = 𝑠𝑖𝑗𝑦𝑗 =
𝑦𝑖

𝑦𝑤
⋅

1

𝜏𝑖𝑗
⋅ 𝑦𝑗 , (1) 

其中，𝑦𝑗是出口国𝑗的 GDP，𝑠𝑖𝑗代表𝑗国产出中被𝑖国消费的比例；𝑦𝑖是进口国𝑖的 GDP，𝑦𝑤

代表世界 GDP，𝜏𝑖𝑗反映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式（1）就是一个简单版本的引力方程，

表达式简单但含义深刻，其背后的隐含假设是𝑖国的消费能力与𝑖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份额

𝑦𝑖/𝑦𝑤成正比，并受到贸易成本𝜏𝑖𝑗的阻碍。 

具体而言，贸易成本的形式被假设为𝜏𝑖𝑗 = exp(−𝐗𝑖𝑗𝛽)，𝐗𝑖𝑗代表影响贸易成本的各种

变量组成的向量，可表示为 

𝐗𝑖𝑗 ≡ [ln 𝐷𝐼𝑆𝑇𝑖𝑗𝐴𝐷𝐽𝑖𝑗  ln 𝐼𝑀𝑀𝐼𝑖𝑗𝑂𝑃𝐸𝑁𝑖𝑂𝑃𝐸𝑁𝑗  ln(𝑃𝑗/𝑃𝑖)], (2) 

其中第一个对数项纳入了影响交通成本的变量：𝐷𝐼𝑆𝑇𝑖𝑗代表两国间的地理距离，𝐴𝐷𝐽𝑖𝑗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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𝑎𝑖𝑗 = (1 + 𝑚𝑖𝑔𝑖𝑗)
𝛼𝑎

exp(𝑒𝑖𝑗 − 𝜑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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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或西班牙语时作用越小[17]。Peri–Requena-Silvente（2010）也在对西班牙出口的研究中发

现这一作用对与西班牙文化差异更大的国家影响更大[18]。Briant et al.（2014）以在法国各

省（département）的各国移民为研究对象，同样发现来自制度较弱的国家的移民促进贸易

的作用更大；但如果是复杂商品的贸易，无论移民原籍国的制度如何，移民都会促进进口
[19]。这些证据都支持移民的贸易成本渠道，当原籍国和所在国差异越大时，移民能带来的

信息增益越显著，有效减少信息摩擦、帮助建立互信，因此贸易成本降低的幅度更大。 

除了移民的异质性，商品的异质性也同样值得关注。文献十分一致地支持移民促进贸

易的作用在异质性、差异化的商品上更为显著[14,18,20,21]。考虑到交易异质性商品面临着更

大的信息摩擦，买家卖家匹配更为困难，移民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

Rauch–Casella（2003）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建模，指出不完全信息造成的匹配摩擦将会干

扰价格机制，影响贸易利得的充分实现，而国际化的信息共享网络则可以克服这种摩擦[22]。

因此，移民促进交易实现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效率和福利意义。除了贸易成本渠道外，移民

对原籍国产品的偏好通常也表现在差异化产品上，Felbermayr–Toubal（2012）不仅发现了

贸易成本渠道在差异化产品上的作用是同质性产品的三倍，而且发现偏好渠道在对差异化

产品的贸易促进效应中的贡献也十分显著，达到了大约一半[14]。因此，无论是通过贸易成

本渠道还是偏好渠道，移民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都主要表现在差异化产品上。 

移民除了会影响原籍国与所在国之间的贸易，还可能影响所在国与第三国之间的贸易，

尤其是当第三国有大量同族移民时。Rauch–Trindade（2002）研究了全球的华侨网络，他

们发现华侨网络对双边贸易有明显促进作用，在华侨占比与东南亚相当的所有国家之间，

华侨网络至少能解释 60%的差异化产品双边贸易增加。机制方面，由于对差异化产品双边

贸易量的作用要比同质性产品的更大，移民在帮助匹配买家和卖家中的作用得到证实；此

外，族裔共同体的制裁作用会阻止投机行为，也更有利于贸易的达成[20]。他们的研究表明

了移民在降低贸易成本方面的突出作用，但没有考虑偏好渠道。之后，Anderson–van 

Wincoop（2004）以及 Felbermayr et al.（2010）都指出了他们估计的问题[7,23]。在估计结果

的解释上，他们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有大量华侨的国家或地区主导的，如中国大陆、中

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且无法排除历史贸易联系的影响。另一方面，

正如在理论解释部分提到的，他们遗漏了多边贸易阻力，因此估计结果有偏。Felbermayr et 

al.（2010）进而用一个改进后的引力模型来识别贸易成本渠道的作用，他们发现 Rauch–

Trindade（2002）将华侨网络的作用高估了至少一倍。同时，他们将研究对象从华侨网络

拓展到了各种族裔的移民网络，发现波兰、土耳其、墨西哥等族裔的移民网络事实上都比

华侨网络的作用更大[7]。类似地，魏浩和袁然（2020）采用了最新的全球华人存量数据和

工具变量法，发现华人存量每增长 1%，双边出口总额增长约为 0.165%[24] 。 

总体上，这些较为早期的文献忽略了一些识别问题，后来的文章大多用早期的移民网

络做工具变量来克服同时性偏误（simultaneity bias），并通过异质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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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FDI）来影响贸易[1]。因此，为了使得估计结果准确一致，这一领域最近的一些研

究利用了自然实验来构建更为外生的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 

基于自然实验的估计结果比之前文献中的促进效应略小一些，但依然显著。Steingress

（2018）利用美国难民安置计划对政治难民的随机分配作为自然实验。由于难民无权决定

自己被安置到哪个州，且安置计划不大可能是基于一个州和难民原籍国之间的贸易机会来

制定的，因此作者使用美国各州的难民数量作为近期外来移民人数的工具变量，发现移民

人数增加 10%会让美国的州增加 1.0%来自移民原籍国的进口，增加 0.8%的出口 [26]。

Parsons–Vézina（2018）利用了美国对越南贸易禁运时期越南难民被疏散至美国这一历史事

件。1975年的第一波 13万难民是被随机安置到美国各州的，因此可以被用作后续一百多万

移民的工具变量。他们发现，在 1995 年解除禁运后，美国对越南的出口增长在越南裔人数

越多的州增长越快[27]。类似地，Bahar et al.（2022）使用德国的机密行政数据，将德国遣

返前南斯拉夫难民的外生分配规则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德国行业中遣返的难民增加 10%，

出口将增加 1%~1.6%[28]。Ariu（2022）则使用了另一种自然实验。在《瑞士—欧盟人员自

由流动协定》实施之后，瑞士各地区《协定》生效的时间有所不同，且到边境的距离也不

同，因此受到的影响外生地有差别。他因此使用这种实施时间和地理距离上的差异来进行

识别，发现高技能欧洲工人的流入导致从其原籍国进口的中间品质量提高；更好的中间品

进而提高了产品质量，使瑞士产品对国际市场更具吸引力，从而促进了出口。因此，瑞士

全球价值链的效率在上游和下游都得到了提高[29]。  

此外，也有部分近期研究采取了一些较为新颖的研究角度，例如贸易的二元边际以及

区域贸易协定。Peri–Requena-Silvente（2010）使用西班牙的出口交易数据，发现移民促进

贸易的效应几乎完全是由于在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即出口交易单数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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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异质性、需求方面的企业异质性，建立了理论模型来分析移民网络在促进贸易方面的

具体效应，以及其如何与企业生产率相互作用[33,34]。模型需求端，任一国家𝑐的消费者对差

异化产品的效用函数为 

𝑈𝑐 = (∫ [𝑎𝑐(𝑗)𝑞(𝑗)]
𝜎−1

𝜎  𝑑𝑗
𝑗∈Ω𝑐

 )

𝜎
𝜎−1

, (8) 

其中𝑞(𝑗)是𝑐国消费的𝑗产品的数量，Ω𝑐是𝑐国消费的产品集，𝜎是任意两种产品之间的常替

代弹性，𝑎𝑐(𝑗)则代表了企业在需求上的异质性，在此特指企业𝑗1与𝑐国消费者之间的网络联

系。如果企业𝑗进入了𝑐国市场，通过解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它在𝑐国的市场份额为 

𝑥𝑐(𝑗)

𝑋𝑐
=

(𝑝𝑐(𝑗)/𝑎𝑐(𝑗))
1−𝜎

∫ (𝑝𝑐(𝑖)/𝑎𝑐(𝑖))
1−𝜎

 𝑑𝑖
𝑖∈Ω𝑐

=
(𝑝𝑐(𝑗)/𝑎𝑐(𝑗))

1−𝜎

𝑃𝑐
1−𝜎 , (9) 

式中𝑥𝑐(𝑗)和𝑝𝑐(𝑗)分别代表企业𝑗在𝑐国的出口收入和价格，𝑋𝑐和𝑃𝑐分别代表𝑐国消费者在差异

化产品上的总支出，以及𝑐国的市场加总价格指数。 

模型供给端其他设定均与 Melitz（2003）一致，除了企业出口到𝑐国市场需要支付的固

定成本有市场异质性，设定为𝐹𝑐。因此，企业𝑗在市场𝑐面临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
𝑝𝑐(𝑗)

 𝜋𝑐(𝑗) = (𝑝𝑐(𝑗) −
𝑤

𝜑(𝑗)
𝜏𝑐) 𝑞𝑐(𝑗) − 𝑞(𝑗), (10) 

可解得企业𝑗以到岸价（CIF）计的最优定价为 

𝑝𝑐
𝑐𝑖𝑓(𝑗) =

𝜎

𝜎 − 1

𝑤

𝜑(𝑗)
𝜏𝑐 . (11) 

式中
𝑤

𝜑(𝑗)
为边际成本，

𝜎

𝜎−1
为成本加成（mark-up），𝜏𝑐为贸易成本。结合式（9）和（11），

可得企业𝑗收入为 

𝑥𝑐(𝑗) = (
𝜑(𝑗)

𝑤
)

𝜎−1

𝑎𝑐(𝑗)𝜎−1𝑋𝑐𝜏𝑐
1−𝜎𝑃𝑐

𝜎−1, (12)2 

净利润为总收入减去可变成本以及固定成本， 

𝜋𝑐 =
𝑥𝑐(𝑗)

𝜎
− 𝐹𝑐 . (13) 

只有当净利润非负时，企业才有动机进入𝑐国市场，因此结合式（12）和（13），企业的进

入概率可表示为 

𝐏 [(𝜎 − 1) ln (
𝜑(𝑗)

𝑤
) + (𝜎 − 1) ln 𝑎𝑐(𝑗) + ln 𝑋𝑐 + (𝜎 − 1) ln 𝑃𝑐 − (𝜎 − 1) ln 𝜏𝑐 − ln(𝜎𝐹𝑐) > 0] . (14) 

而企业以离岸价（FOB）计的出口收入的对数为 

ln 𝑥𝑐
𝑓𝑜𝑏

(𝑗) = ln (
𝑥𝑐(𝑗)

𝜏𝑐
) = (𝜎 − 1) ln (

𝜑(𝑗)

𝑤
) + (𝜎 − 1) ln 𝑎𝑐(𝑗) + ln 𝑋𝑐 + (𝜎 − 1) ln 𝑃𝑐 − 𝜎 ln 𝜏𝑐 . (15) 

式（14）和（15）分别代表了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二者均与企业生产率𝜑(𝑗)正相

关，体现了企业异质性的作用。在移民网络的作用方面，根据式（14），移民网络会降低进

入𝑐国市场的固定成本𝐹𝑐；另外，企业如有更多移民网络带来的、与特定目的地之间的联系，

则会有更高的𝑎𝑐(𝑗)，因此二者都将提高企业参与出口活动的概率。另外， 由式（15），企

业的出口强度与𝐹𝑐无关，但与企业在特定目的地的需求冲击𝑎𝑐(𝑗)正相关。基于这两个模型的

预测，作者设定了如下回归方程，控制企业生产率𝜑𝑗以及其他国家层面的变量𝑿𝑐，进行实

                                                        
1 因为假定一个企业只生产一种差异化产品，因此用来指代某种产品的𝑗也可以唯一地指代某一企业。 

2 此式中作者省略了常数项(
𝜎−1

𝜎
)

𝜎−1
，不影响后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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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检验： 

𝐏(𝐸𝑗𝑐 = 1) = 𝐏(𝛼 ln 𝜑𝑗 + 𝛽𝑿𝑐 + 𝛾 ln 𝑒𝑚𝑖𝑔𝑟𝑎𝑛𝑡𝑠𝑐 + 𝜂𝑗𝑐), (16) 

ln 𝑥𝑐𝑗
𝑓𝑜𝑏

= 𝛼 ln 𝜑𝑗 + 𝛽𝑿𝑐 + 𝛾 ln 𝑒𝑚𝑖𝑔𝑟𝑎𝑛𝑡𝑠𝑐 + 𝜂𝑗𝑐 . (17) 

他们使用了线性可能性模型（LPM）加上固定效应来估计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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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一种可能：移民的进口替代作用 

尽管大多数研究都证明了移民能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和偏好渠道促进进出口贸易，然而，

在实证结果中并非所有证据都支持这一点。部分研究发现了移民对进口的替代作用，尤其

是在进行一些子样本的异质性分析时。这类替代关系虽然可能存在，但并不十分明确，可

能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对此，学者们的解释主要包括规模效应引起的对最终品的

进口替代，以及对中间品的进口替代。 

(一)对最终品的进口替代 

Girma–Yu（2002）在分析英国的外来移民对英国进口的影响时发现，英联邦裔移民表

现出对贸易的替代作用，虽然非英联邦裔的移民依然明显地促进了贸易。他们认为这一方

面是因为英国企业对于英联邦的市场环境等信息已经非常了解，移民并不能带来额外的信

息增益；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英联邦裔移民规模较大，尽管偏好渠道存在，但在工业化程度

较高的英国当地生产相关产品具有规模效应，所以要比从移民的母国进口更加经济[16]。因

此，在这个案例中移民的贸易成本渠道很小，偏好渠道则促成了在移民所在国的本土化生

产而非增加进口。 

蒙英华和赵倩玉（2022）将这种规模经济作用称为进口替代机制，他们研究华裔移民

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认为当华裔移民达到一定数量时，即使移民所在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增加，它们也可能减少从中国的进口而改为在所在国进行生产。他们进而发现这种进口替

代虽然不起主导作用，但在中国对北方国家的贸易中作用突出。北方国家对中国进口的替

代也减少了中国出口的低质量产品，有利于中国出口的产品质量升级，并且高等教育华裔

移民对中国出口低质量产品的进口替代效应尤为明显[40]。 

在第一章中我们发现进行机制检验的实证文献大多认为偏好渠道的作用较小，这可能

也应该部分归因于偏好渠道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并不能有效促进进口。尤其是考虑到文献

中研究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民，发达国家普遍工业发达，生产的规模效应

突出，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生产不效率，这就更可能导致偏好渠道的作用有限。 

(二)中间品的进口替代 

除此之外，移民的流入还有可能导致企业减少上游的离岸生产，进而减少对中间品的

进口。但前人研究中对移民与离岸生产之间的关系结论并不一致。 

如果从离岸生产成本的角度考虑，无论是企业内部离岸生产（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建

立跨国公司）还是企业外部离岸生产（外包），移民都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促进相关营商信息

的传播，加强契约约束，帮助克服文化、社会、制度上的距离，因此既能降低建厂或收购

的成本，又有利于建立跨国的供应商联系，理应促进企业进行离岸生产，尤其是在移民母

国的离岸生产。大量文献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利用实证数据发现了移民对跨国直接投资

（FDI）的促进作用[41,42,43]。苗翠芬等（2020）直接以离岸服务外包为研究对象，同样发现

移民网络与服务外包承接规模显著正相关，作用机制为降低监管政策差异引致的固定成本，

同时移民会产生需求偏好，提高怀旧交易的可能性[44]。 

然而，Ottaviano et al.（2013）却从数据中发现移民减少了美国制造业离岸生产的就业

份额。他们对此的解释是，美国本地居民会承担最复杂的工作，移民会承担最不复杂的工

作，而中等复杂度的工作会离岸生产，因此移民的涌入对本地居民影响有限，但却会对离

岸生产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在这种替代效应之下，移民的就业将会与中间品进口负相关[45]。

这篇文章侧重于对不同劳动力就业份额的分析，几年后他们的另一篇研究英国服务业企业

的文章则分析了移民对于企业离岸生产以及进出口的影响。Ottaviano et al.（2018）发现，

双边移民比例每增加 10%，出口就会增加约 3%至 4%，但中间服务进口会降低 1%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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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称之为移民的双边出口促进效应和双边进口替代效应[46]。 

为何会有这种不同的结果？Egger et al.（2019）认为应该区分中间品进口的集约边际和

扩展边际。他们考虑了企业的全球采购策略，发现当移民增加时，企业虽然从每个供应商

处的进口量（集约边际）会增加，但会减少在该国的供应商数量（扩展边际）。他们认为，

当企业面临不确定性时，他们倾向于选择多样化的供应商以分散风险；但如果有很多移民

能化解不确定性，企业就会减少供应商的数量，但从每个供应商那里购买的数量会增加[47]。

Ottaviano et al.（2018）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在一个地区的总进口量，因此他们无法

区分移民在二元边际上的反方向作用，得到的是一个加总的效果，影响的正负实际上取决

于两方面作用的相对大小[46]。 

然而即使是这样，依然无法解释为何移民对进口的加总效应会是负向的。在最新的文

章中，Olney–Pozzoli（2021）利用丹麦全面细致的企业—员工匹配数据以及移民来到该国

的外生冲击，重新检验了移民与进口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多边（multilateral）移民减少

了总的离岸生产份额，与 Ottaviano et al.（2013）一致；但是双边移民对双边的离岸生产起

到的是促进作用，与 Ottaviano et al.（2018）相反。他们对此的解释是，Ottaviano et al.

（2018）研究的是服务业企业，他们假设外包的服务只能由特定族裔完成，因此来自某国

的移民和离岸生产到该国是替代关系；但是 Olney–Pozzoli（2021）研究的是全体企业，他

们内在地假设了更灵活的生产过程，认为外包的工作不局限于特定族裔，因此来自某国的

移民会减少企业总的离岸生产需求，但会增加到移民原籍国的离岸生产[48]。 

因此，从承担生产任务的角度来讨论，移民的增多确实替代了部分原本被离岸生产到

国外的工作，也可能进而减少了企业从部分国家、部分供应商的中间品进口。但考虑双边

的经济贸易关系，上述移民促进贸易以及 FDI 的渠道依然存在，表现为企业在移民原籍国

和另一部分供应商的中间品进口强度提升。 

四、总结 

移民对贸易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但已不是一个新颖的学术话题。大量文献

已经证明移民总体上对进出口贸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发现贸易成本渠道和偏好渠

道都很重要，但贸易成本渠道有更重要的效率提升意义。然而，近期依然不乏相关研究继

续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边界。总体而言，较新的前沿研究一方面是在因果识别上做得更为

干净，使用自然实验结合“偏离—份额”方法来构建工具变量，以获得更加一致无偏的估

计结果，例如利用移民接收政策的外生性，利用移民相关协定生效的时空差异等。另一方

面则是寻找研究对象的其他角度，或与其他相关问题结合，如区分贸易的二元边际，从货

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研究移民对贸易协定的制定或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等。另外，也

有学者对移民与进口之间不确定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对比与前人结论的不同并尝试给

出合理的解释。 

除了沿着这些较新的文献推进的方向继续深耕，这一领域也有一些其他的相关问题有

待进一步研究[1]。第一，关于移民与贸易的关系前人研究已经阐述得基本清楚，但移民、

贸易与 FDI 之间会有更加复杂的相互关联[49]：移民可以认为是劳动力的流动，FDI 则是资

本的流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会相互促进还是替代？另一方面，FDI 与出口被认为是企

业进入一国市场的两种替代战略。因此，把 FDI 纳入移民影响贸易的框架将会使问题更加

复杂，但也更贴近现实情况。第二，贸易会如何影响移民？这一问题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

部分发达国家选择关闭边境的今天更有现实意义，但由于移民决策的内生性更为严重等原

因，这方面研究尚不充分。第三，已知移民促进贸易能提升效率，那么这种福利的提升效

应具体有多大，如何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除了国际移民，中国等国还有规模庞大的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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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同样值得研究。Tombe–Zhu（2019）发现放松户籍限制、降低国内贸易成本带来的劳

动生产率提升要比贸易自由化更大[50]。继续推进相关研究能给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

内循环提供进一步指导，有突出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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